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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建言行為研究甚少探討個體層面，且個體建言之對象應為目標敏感的，

可分為對同事提出建言及對主管提出建言兩者。因此本研究欲探討政治技巧與建

言行為間之關係，以及人際信任在此關係間之關鍵角色。本研究問卷採配對方式

進行（包含職員、職員的部門同事及職員之主管共三人為一組）。研究結果顯示，

不論建言之對象為部門同事或主管：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間具有正向關係，且人

際信任在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間具有完全中介之效果。 

關鍵詞：政治技巧、人際信任、建言行為 

 

壹、緒論 

到目前為止，在眾多有關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只專注於

那些支持組織政策與常規的關係性行為（例如：幫助他人）(Burris, Detert, & 

Chiaburu, 2008)，然而若當組織的現狀是需要被改變時，這樣的行為可能會逐

漸削弱績效表現(Morrison & Phelps, 1999)。因此，近年來，另一股研究趨勢也

正蓬勃發展著，學者們開始去檢視挑戰、促進形式的組織公民行為，因為這

些行為明顯地挑戰現況而非僅維持現狀，它們對組織學習而言具有特別地價

值，對於團隊績效表現的提升具有正向的影響(Burris, et al., 2008)。建言行為

是個體在職場內角色外之行為，是一種積極主動的組織公民行為類型，是員

工自願性地對組織提出創新性或改善既有標準作業流程之建議，它之所以逐

漸受到學者的重視，原因在於它強調建設性意見的表達，企圖增進組織現況 

(LePine & Van Dyne, 1998)；不同於關係型的組織公民行為，它為組織注入一

股活水，改善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及績效表現。 

在面臨全球環境變遷的競爭態勢下，組織瘦身體制下之員工工作負荷量

已隨之變大；再者，當個體向組織提出工作上的相關建議，將使得工作上之

既有流程必須加以更改甚至增加工作之份量，且工作流程之修正更改，其所

影響的不只個體本身，組織內之他人原有之工作流程也同時必須變動。因此，

當個體對組織.提出工作上之建言時，將會對個體產生負面的人際影響(LePine 

& Van Dyne, 1998)。從組織及管理者的角度來看，建言行為是一種對工作流程

及組織有助益之行為，它改善了工作流程、為工作注入了創新的元素，然個

體在從事該行為時，同時也產生了相當的人際風險。是故，當個體評估是否

向主管或同事提出工作上之建議時，個體必須先衡量提出該建議對其本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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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與成本間之權衡輕重。因此，當個體願意對組織內他人提出建言，勢必該

權衡輕重在個體內心之評估利益過於潛在的成本(Detert & Burris, 2007)，才促

使個體去展現該行為。 

根據 Liu,Zhu 與 Yang(2010)，建言行為應不同於關係型的角色外行為，個

體提出建議時是目標敏感的（target-sensitive），可分為對同事提出建議(voice 

toward peers)及對主管提出建議(voice toward the supervisor)兩種型態。具有政

治技巧的個體有非常卓越的社交網絡能力，他們在組織中微妙地運用他們的

個人型態在人際上影響他人。政治技巧為個體主觀職涯成功一個重要的預測

因子(Breland, Treadway, Duke, & Adams, 2007)。因此，從印象管理觀點來看，

印象管理者在某些情境下從事建言行為是為了提升其形象，如創造出有能力

的印象、照顧他人及具有領導能力。因此，展現建言行為可能被視為一種印

象提升的戰術(Fuller, Barnett, Hester, Relyea, & Frey, 2007)，那些擅於觀察組織

情境者，便會在組織情境中尋找適當之時機向同事或主管提出建言，提高他

人對其之正面印象、具有領導能力之知覺，協助其未來個人職涯之發展。 

由過去建言行為之相關研究可看出，既往研究多著重於領導者管理型態

的觀點；然而，針對個人平行層次對個人建言行為展現之研究仍存有缺口，

且在個人平行層次的實證研究中鮮少以印象管理之觀點探究個體與建言行為

間之關係。Fuller 等人(2007)以印象管理觀點出發，探究自我監控者與建言行

為兩者間之關係。然自我監控者與具備政治技巧特質者雖皆具備擅於觀察當

下組織情境的特質，但政治技巧與自我監控兩變項仍有所差異。政治技巧者

相對於自我監控者包含了更多，例如:影響、建立網絡的能力，以及表面上展

現真誠的態度(Brouer, Duke, Treadway, & Ferris, 2009)，他們能使他人產生具有

領導能力、影響力的知覺，並使用最適當的影響戰術(Ferris et al., 2005)。故研

究者認為自我監控與政治技巧兩者對個體工作行為之展現強度應有所不同，

具備政治技巧特質的人在組織內具有一定之社會影響力，其對工作所提出之

改善、創新建議在組織內亦較具可信賴性；此外，良好的社交網絡能力也減

少了其人際關係上之風險，他們便可利用此優勢作為手段以提升個人聲望以

利未來在組織內之升遷發展。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當員工具備政治技巧特質

時，對於自己的工作行為表現會產生何種影響，期能補足文獻缺口。 

根據過去研究顯示，人際信任是影響主管與部屬關係，員工態度、行為以及

績效的一個關鍵因素，信任能導致較多正面的職場態度(例如:員工滿意度及承

諾)、職場行為(例如:知識分享、組織公民行為)和績效結果(例如:個體績效、團隊

績效和企業單位的績效)(Chang & Chi, 2007)。由此可知，人際信任在部屬與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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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間以及部屬及其同儕之間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儘管人際信任的

重要性一直被學者們所強調，但大多數有關人際信任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情境文 

化下檢視，只有極少數的研究在中國的情境脈絡下去探究人際信任的影響力

(Chang & Chi, 2007)。因此，本研究納入人際信任，探討其在華人文化脈絡下作

為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間之關鍵角色。 

 

貳、文獻探討 

一、建言行為 

建言行為（voice behavior）被定義為是一種不被要求的行為，強調建設性挑戰

的意見表達，具有增進組織現況的意圖，而非僅只有批評(Van Dyne & LePine, 

1998)。它是一種由組織內一般員工利用由下向上的方式對於變革提出創新性的建

議以及對於工作上的標準作業程序提出修改的建議(Walumbwa & Schaubroeck, 

2009)。它是變革、未來導向的，強調想法和議題的意見表達，對改革提出創新性

的建議並且對標準作業流程建議修正方法，因此可能對人際關係造成損害。然而，

當組織所面臨的環境是動態時，建言是重要的，因為新的意見能促使組織不斷地

進步。 

而到底誰是組織內員工建言的對象，學者們則有不同的看法。過去學者在建

言行為的相關研究中，對象上只專注於員工對其主管所提出的建議，認為儘管員

工也可能向同事或部屬提出增進現況導向的建議，然在組織功能運作中對主管所

提出的建言是較為重要的，因為提出來的議題，通常只能被那些對於資源的取得

擁有較多控制權力的人所處理(Burris, et al., 2008; Morrison & Milliken, 2000)。然

而，Liu 等人(2010) 認為個體提出建議時是目標敏感的，應可分為對同事提出建議

(voice toward peers)及對主管提出建議(voice toward the supervisor)兩種型態。且在

印象管理中，個體最常進行印象管理的對象為同事及主管；藉由有效的操控這些

關係，員工可能會創造出他們在工作上的形象並且影響之後的績效評核以及工作

任務及額外責任的分配(Harris, Zivnuska, Kacmar, & Shaw, 2007)。 

截至目前為止，關於建言行為的研究多著重在區分影響建言行為的情境因素

以及個體因素。前者所關注的焦點在於那些影響員工是否願意提出建言的領導者

管理型態(Detert & Burris, 2007; Walumbwa & Schaubroeck,2009；W. Liu, et al., 

2010)；後者專注於個體在人格特質以及人口統計變項上的差異與建言間之相關，

因為在組織內的一些員工相較於他人，可能本來就會較願意去付出額外的努力向

他人提出建議，但相較於情境因素主流的蓬勃發展，學者們對於個人層次因素如



4 
 

何影響建言行為之展現便較少著墨。Fuller 等人(2007)首度以印象管理的觀點切

入，認為建言行為可作為個體作為印象管理的一種戰術，研究發現自我監控程度

越高的員工較容易向主管提出工作上之建議，促進他人認為這個員工是關注組織

和組織內其他成員福利的知覺，使員工在組織內提升聲望。是故，個體是否對組

織內的管理及工作程序提出建議，亦受到個體本身之個人特質及內在目標所影

響，對他人提出建言可能對某些個體而言，是一種提升自我在他人心中印象的政

治手段，其目的不單只是為了提升工作效率與績效表現，主要目標可能是為了自

我利益著想。綜上所述，本研究依據 Van Dyne 與 LePine(1998)定義建言行為是:

「一種不被組織要求的行為，強調建設性挑戰的意見表達，對改革提出創新性的

建議並且對標準作業流程建議修正方法。」而在建言的對象上，依據本研究之目

的，採用 Liu 等人(2010)的分類，將建言之對象分為「對同事提出建議」(voice toward 

peers)及「對主管提出建議」 (voice toward the supervisor)兩種型態。 

二、政治技巧 

政 治 技 巧 （ political skill ） 這 個 概 念 最 早 起 源 於 Pfeffer(1981) 及

Mintzberg(1983)，認為組織在本質上是政治化的並且能促使一個人成功，因此特定

的社會技巧是非常重要的。近幾年，Ferris 及其同事將此概念更加精確地說明，將

政治技巧定義為「有效了解在工作上的他人，並且使用這樣的知識去影響他人來

提升某人個人的和(或)組織的目標的能力」（Ferris et al.,2005）。 

政治技巧是一種人際型態的構念，政治技巧的個體可由幾個人際特徵來定

義。這些個體能夠容易地理解社會情境中的線索，以及精確地歸因出他人的行為

動機。此外，他們能夠掩飾他們真正的行為意圖並且演出他們的行為，使他們的

行為看起來是真誠的。這些能力促進了政治技巧個體建立網絡活動的能力

(Treadway, Ferris, Duke, Adams, & Thatcher, 2007)，他們在工作上花費相當多的時

間在與他人建立網絡，並且與他們工作生活中關鍵的人們建立良好的關係 (Y. Liu, 

et al., 2007)。具有政治技巧特質者利用他們的社交網絡能力並運用他們有利的聲望

在目標人們或社交團體之間有效地傳遞，使得具政治技巧的個體相較於他人較可

能在工作上享受有利的個人聲望。而發展較多有利的聲望的個體被視為較合法

的、較有能力的、且值得信任的，且被視為擁有較高的地位及效能（Bromley,1993；

Tsui,1984）。這些知覺允許了權力、影響力的累積，自主性及決策的自由，換句話

說，所有的因素皆促進的影響的效能(Y. Liu, et al., 2007)。 

根據社會影響理論（social influence theory），影響者的個人特徵可能對印象

管理戰術效能有重要影響(Harris, et al., 2007)。在社會影響行為的後設分析回顧

中，Higgins 等人(2003)認為影響者所使用的形式可能會實際的增加影響戰術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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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為影響者可能會使用其能力去偽裝不可告人的操控動機，取而代之的是增

加被他人知覺到的正向動機及意圖，顯示出影響者藉由其能力去了解與管理他與

目標的動態關係是成功的關鍵，而政治技巧特質者可能會操作這樣的能力。一個

個體具有高度的政治技巧能夠利用社會的線索去了解他人，而他便也利用了這樣

的了解去改變他自身的行為來有效影響他人。 

因此，根據社會影響理論的基本原理，政治技巧是另一個重要的個體變項，

將在印象管理技巧的效能上表現出強烈的影響力。過去研究發現，個體具有高度

的政治技巧者在管理印象時，相較於在相同的職位的他人得到較多的正向印象

(Harris, et al., 2007)。此外，在工作情境中，個體最常進行印象管理的對象為同事

及主管，因此具有政治技巧特質之個體在組織內建言的對象可能同時包含了其同

事及主管。根據 Fuller 等人(2007)，建言行為可能潛在地提高員工的形象，並且提

升該員工是具有能力、關注組織與其他成員福利的知覺，而這樣的知覺將可能促

使在組織內的個體聲望提高，成為政治技巧個體用來提升其在組織內聲望及形象

之印象管理政治手段。而這與過去文獻發現政治技巧與個體主觀職涯成功研究具

有正向關係的結果無異(Breland, et al., 2007)，由此可推，建言行為可能是個體在組

織內一種印象管理手段，藉由對組織內那些信任自己的同事或主管提出工作上的

建議，可使組織內他人對個體產生正面之印象，可能認為其對同事或組織的未來

是關心的，提高個體在組織內之聲望，有利其未來職涯的發展。整體而言，具有

政治技巧的個體相較於他人較可能享有有利的聲望，並且擁有有利的聲望，當在

企圖影響他人時將使個體被知覺為正面的。因此，這不僅允許個體逐漸增加較多

有利的地位，也擁有較多的自由來使用他們的影響力，將促進個體建言行為之展

現。而在 Fuller 等人(2007)的研究中發現，個體的過去的任務績效表現在自我監控

與建言行為關係間具有干擾效果，從防禦型印象管理觀點來看，那些過去績效表

現較佳且高自我監控者的個體，在組織內較容易向主管提出建議，以提升他們在

組織內之正面形象；相反地，當高自我監控者在組織內的過去績效表現不佳時，

他們將避免向主管提出工作上的建議，避免冒險進一步地傷害他們的形象。因此，

本研究將政治技巧者過去之任務績效表現納入研究中作為控制變項，以降低其對

本研究之干擾。綜合上述前兩節所提及學者之研究，可推知政治技巧與員工自身

建言行為之展現有正向關係；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H1:政治技巧與員工自身建言行為之展現相關。政治技巧程度越高者，較易展 

現出建言行為。 

H1-1:政治技巧與(同事)建言行為之展現有正向關係。 

H1-2:政治技巧與(主管)建言行為之展現有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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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際信任 

Lewis 與 Weigert(1985)將人際信任分類為認知信任及情感信任。認知信任源於

對被信任者能力及值得信任感的知覺；而情感信任源於信任者與被信任者雙方在

時間上長期的交互作用，並且依賴情感上的交換(如直覺、情感、關注)來決定是否

要信任被信任者。由此可窺知，信任是來自於不同的心理過程，後來 McAllister(1995)

更清楚地區分了認知基礎信任(cognition-based trust)與情感基礎信任(affect-based 

trust)兩者，認知信任是指其信任是來自於理性的(from the head)，這個判斷是源自

於他人是具有能力的且可信賴的事實。因此，認知信任將個體實踐目標的能力，

視為能理性地評估他人的可靠程度、可信賴性及能力，有助於改善職場上的人際

關係，並且加強了職場上的合作。因此，認知信任為個體根據和同事的工作經驗，

感受到其職業精神與奉獻，相信他對於工作的準備與能力。相反地，情感信任是

指信任是來自於內心感性的(from the heart)，這個連結是起源於一個人本身的情緒

及對他人的感覺，當具有情感基礎的信任存在時，個體表達他們對於夥伴福利的

關注與關心，這種類型的信任通常包含了情緒的投入並且相較於以認知為基礎的

信任來的更持久且不會隨著情境改變。因此，情感信任為個體和同事無拘無束地

分享和討論在工作上的想法與遭遇，並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建立深厚與值得信

賴的情感(Chua, Ingram, & Morris, 2008)。 

四、政治技巧、人際信任與建言行為之關係 

（一）政治技巧與人際信任之關係 

根據過去文獻，具有政治技巧特質的個體不僅在工作上能夠精確地了解在不

同的社會情境下該怎麼做，也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掩飾任何自我服務的動機，

且能被詮釋為真誠的、沒有偽裝的，他們也散發出一種自信感以及個人安全感來

吸引他人，且逐漸給他人舒適的感覺(Y. Liu, et al., 2007)。Ferris 等人(2005)認為具

有政治技巧的個體能激發他人較大的信任感，透過他們的影響力、情境下的適當

行為，能向他人傳遞出具有效能的信號，種種因素皆導致較高的聲望評估以及工

作績效評核。而聲望對於工作結果的效果使人注意到他們自己的原因，在於具有

聲望之個體的行為經常地被歸因於利他的動機，因此將可能導致這些個體相較於

他人得到較高的績效表現及較好的正面印象。 

由於政治技巧提供個體擁有了解行為以及對於結果能夠知覺到具有控制的能

力，學者們認為政治技巧這個特質在員工身上逐漸的灌入個人安全感及自信。那

些展現出高度政治技巧的人被知覺為吸引人的、迷人的、值得信任以及真誠的，

這種人際型態被視為一種社會資本精明的影響力(Breland et al., 2007)。Brouer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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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認為這種影響他人的能力給予政治技巧的個體一種控制及自信感之外，也使

得他們能夠去吸引他人在組織中發展出巨大的支持網絡，增加他們的社會資本。

因此使得他們在職場中能讓他人認為他是有能力且值得信賴的，當他們在工作場

域中向同事或主管提出工作上的建議時，能讓同事或主管知覺到這位同事或這位

部屬是關心我、關心組織的，因此，使具有政治技巧特質的員工在組織內可以得

到他人較多的信任以及正面的印象。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政治技巧與人際信任間具有正向關係。 

H2-1:政治技巧與(同事)人際信任間具有正向關係。 

H2-2:政治技巧與(主管)人際信任間具有正向關係。 

（二）人際信任與建言行為之關係 

迄今，作者尚未發現有研究指出人際信任與建言行為兩者間有直接相關；是

故，本研究試圖以關係信號理論（relational signalling theory）作為推論基礎，且歸

納過去相關研究結果，以推導出本研究假設。關係信號理論最早是由 Lindenberg

（1988）所提出，該理論主要根基於兩個基本假定:1.人類的行為是目標導向(goal 

directed)的，解釋社會現象的任何努力必須注意個體演員們的目標；2.人類的行為

是依據當下的情境而改變的(context-dependent)。而在任何給予的情境下，個體是

理性地追求一個目標，並且在他們的注意力上去強調這個主要的目標，而其他潛

在的目標則被降低到背後。 

人們在組織內與他人建立信任關係時，可能透過認知基礎信任或情感基礎信

任。McAllister(1995)認為在工作關係中某些程度的認知基礎信任可能是發展情感

基礎信任所必須的。由此可知，個體在與同事或主管建立信任關係時，該信任關

係可能是先根據對方能力、可信賴性評估之了解所建立，而情感基礎信任則是隨

著時間彼此長期相處下所逐漸產生，顯示出人們在組織內與他人關係之建立一開

始大都傾向於利己主義。個體藉由對同事或主管提出工作上的建議可以潛在地提

升自我的聲望，使他人知覺到個體的目標是促進部門工作或組織效率，僅管個體

的潛在目標可能是為了提升自我在他人心中的正面形象。不論建言的對象是部門

同事或是主管，當個體與其建立了人際上的信任關係，從理性、認知基礎信任的

觀點來看，個體可藉由他人對自我能力上的信賴，向同事或主管提出工作流程上

的建議或提出新的想法來提升工作效率或效能，使他人認知到個體是關心工作及

組織的；此外，由於他們知道他們在組織內的能力是受到肯定、信賴的，他們所

提出的建議也較組織內的其他人來得容易讓人接受或納入決策考量，因此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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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對這些信任自己的同事或主管提出建議之機率，進而增加個體在部門或組織

內的影響力。 

根據關係信號理論，該理論認為之前對於人際間信任的理論解釋無法提供角

色知覺、歸因以及理性信任的認知及情感基礎一個合適的解釋。因為真實的生活

證明個體可能受到社會的和利他的本質驅動、他人導向的。單獨一個理性的自我

利益來做為工作關係中人際間信任發展是不足夠的，被信任者的行為必須也能受

到方向指引，希望來促進信任者的幸福感。這顯示出人類的行為不僅單純地受到

理性的自我利益所影響，也受到更廣的考量影響(例如促進他人個體或是集體的慾

望)，而這個有效的信號是需要信任來發展的(Six, 2007)。因此，僅管人與人之間的

信任基礎是由認知基礎信任開始的，但隨著時間改變，情感上的信任關係也隨之

建立。而兩個個體之間的友誼通常是起源於人際間的吸引，並且隨著相互間的互

動增加而提升友誼。因此友誼提升了合作，鼓勵了資源的分享，並且也促進了開

放性的溝通。這些人際間的互動型態一直以來與情感的歸屬、彼此關係以及利他

行為的發展連結著。由於友誼包含了社會情感的投入以及對他人動機的正向知

覺，因此友誼聯繫的出現特別可能產生以情感為基礎的信任(Chua et al., 2008)。從

情感基礎信任觀點來看，個體在工作環境中對部門同事或主管提出工作上的建議

可能是出自於兩個人之間的情感信任關係，真心地想給予他人幫助，而個體這樣

的行為展現也將提升同事或主管的幸福感，使部門同事或主管產生這位同事或部

屬是關係自己的正向知覺。是故，人們利他的行為可能是自我關注的，但也可能

起源於個體本身利他的本質以追求好的社會聲望、獲得友誼或為了獲得在未來的

福利或報酬(Becker, 1974)。因此，人們可能在人際信任關係的建立上，可能不單

只是關注於個人進行印象管理的主要目標，個體可能也會受到利他導向的本質所

推動，出自真心地對所看見的組織管理或工作流程上之問題向部門同事或主管提

出改善的建議或新想法，以提升部門或組織之效率。因此，本研究基於上述討論

提出假設如下: 

H3:人際信任與建言行為間具有正向關係。 

H3-1:人際信任與(同事)建言行為之展現有正向關係。 

H3-2:人際信任與(主管)建言行為之展現有正向關係。 

根據上述相關理論、文獻的歸納整理可知，建言行為是一種個體積極主動的

組織公民行為類型，儘管建言行為的變革導向本質不同於情境績效中其他形式的

合作本質，但建言行為仍是情境績效內的一個重要的形式（ LePine&Van 

Dyne,2001）。過去研究顯示，政治技巧與情境績效間具有正向關係(Jawahar, Meu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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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is, & Hochwarter,2008)。政治技巧特質的個體擁有良好的社會網絡建立能力，

能讓組織內的他人產生該個體是具有能力、可信賴的正面知覺，使其在組織內得

到他人較大的信任感。在過去組織情境中對於信任的衡量，顯示出能力與責任是

關鍵的要素。可信賴性一直以來被包含在人際信任的緊密關係中  (McAllister, 

1995)。而過去文獻中發現建言行為可潛在地提升員工的正面形象，透過與他人建

立良好的人際信任關係，將提升政治技巧特質個體在組織內展現建言行為之機

率。基於上述，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H4:政治技巧會透過員工本身之人際信任關係影響該員工建言行為之展現。 

H4-1：政治技巧會透過與同事間之人際信任關係影響對同事建言行為之展現。 

H4-2：政治技巧會透過與主管間之人際信任關係影響對主管建言行為之展現。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便利取樣蒐集資料，並不限制研究對象之產業別及功能屬性等因

素，採此設計原理乃因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員工具備政治技巧特質者是否能作

為個人建言行為展現的預測因子，因此資料的蒐集實應涵蓋不同類型的工作與組

織，以使研究兼顧代表性及客觀性；因此，本研究之對象為公營或民營企業的員

工。問卷發放採配對方式進行，分別由公營或民營企業的一名職員，該名職員的

部門同事一人及該職員之單位主管共三人為一組填寫，每一組共計 3 份問卷，總

計發放 120 組，共 360 位成員（含職員、部門同事及單位主管）為本研究樣本。

本研究於問卷發放一週後進行跟催，並於發放九週內回收完畢。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蒐集研究資料之工具，共分為「政治技巧」、「人際信任」、

「建言行為」以及「任務績效」四個量表。本研究在依變項採用部門同事及單位

主管所填答之「建言行為」量表作為本研究之依變項以降低共同方法變異之問題(W. 

Liu, et al., 2010)。研究各變項填寫對象如下所述，部屬填答之內容包含「政治技

巧」、「任務績效」；部門同事所填答的內容包含「人際信任」、「(同事)建言行為」；

單位主管所填答的內容包含「人際信任」、「(主管)建言行為」。量表依據文獻修改

完成初稿後，請專家學者對語意、適切性等提出建議，並進行適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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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技巧 

政治技巧採用 Ferris 等人（2005）所發展之量表，共計 18 題。題項如「我在

工作上花費許多時間和努力與他人建立人際網絡」、「在工作上，我認識許多重要

的人並且與他們有良好的關係」、「對我而言，人們認為我的言行舉止是真誠的是

很重要的」。以 Likert 六點尺度來計分（1=非常不同意；6=非常同意），量表的原

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3。 

（二）人際信任 

人際信任採用 McAllister(1995)所發展之量表，分別認知基礎信任 6 題及情感

基礎信任 5 題，共計 11 題。該量表以 Likert 七點尺度來計分（1=非常不同意； 7=

非常同意），原始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87。在對象上分為「與同事之人際信

任」以及「與主管之人際信任」。「與同事之人際信任」由部門同事填寫，因此在

題項的對象上稍作修改，認知基礎信任之題項如「這位同事在他（她）的工作上

擁有專業與奉獻」；情感基礎信任之題項如「我可以自在地告訴這位同事我在工作

上所遇到的問題，而且我知道他（她）將願意傾聽」；由於「與主管之人際信任」

填答對象為主管，因此在量表的題項中將對象由「同事」改為「部屬」。 

（三）建言行為 

建言行為採用 Liu 等人（2010）所編制之量表，將建言之對象分為「對同事提

出建議」(voice toward peers)及「對主管提出建議」 (voice toward the supervisor)兩

者。以 Likert 七點尺度來計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對同事提出建議」

之題項如「這位同事會向同事提出有關工作上的意見，即使他們彼此的意見相

左」，原始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1；「對主管提出建議」之題項如「這位部屬

會將可能影響我們組織的議題向主管提出建議」，原始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4。 

（四）控制變項 

根據 Fuller 等人(2007)研究指出，個體過去之績效表現在個體與「對主管之建

言行為」展現間具有影響，因此，為了降低個體過去績效表現對本研究之影響，

是故，本研究在探討政治技巧與(主管)建言行為間之關係中將個體過去之任務績效

列為控制變項（H1-2 及 H4-2）；因此，在探討政治技巧與(同事)建言行為間之關

係時並未控制職員之任務績效表現。任務績效採用 Williams 與 Anderson（1991）

所發展之量表，共計七題。題項如「我能夠勝任所分配的任務」、「我能夠達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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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績效要求」。以 Likert 五點尺度來計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原始

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1。 

（五）政治技巧、人際信任與建言行為整體模式適配度 

在整體模式適配指標部份， 本研究 GFI 為 0.46，CFI 為 0.86，NNFI 為 0.86，

SRMR 為 0.11，RMSEA 為 0.1，χ2/df 為 1.71；GFI 值並未達到學者所建議之 0.80

以上之標準，然過去研究指出，GFI 指標易受到樣本數目的干擾產生誤差，CFI 與

RMSEA 指標則較不易受到樣本大小所影響（Gerbing & Anderson,1992；

Marsh,Balla,& McDonald,1988），由於本研究樣本數較少，推測 GFI 值可能受到樣

本數所影響而降低。 

三、調查實施 

在問卷設計部份，為了降低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於事前進行相關的預防措

施。依據彭台光、高月慈與林鉦棽（2006）提及共同方法變異預防措施中，本研

究採用配對的方式降低共同來源偏差的問題。本研究採用郵寄方式發放問卷，每

套問卷中均附有問卷說明信函、正式問卷以及回郵信封。於問卷發放前採用電話

聯絡各公司的聯絡窗口，說明發放問卷用意並徵求其同意發放問卷，問卷採用配

對方式，需由一位職員、該職員之部門同事一人及該職員之一位主管共三位成員

為一組進行填寫，問卷採匿名方式處理，並附上彌封信封使填答者能夠放心填答，

並於問卷寄出一週後進行確認、補寄與電話跟催。本研究總計發放 120 組問卷，

共回收 88 組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7 組之後，有效問卷共計 81 組，職員問卷總計

81 份，部門同事問卷總計 81 份，主管問卷總計 81 份，有效回收率為 68％。  

四、資料分析 

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後開始進行資料整理、編碼與建檔，並以統計軟

體 SPSS17.0 與 LISREL8.7 進行資料分析。依據研究目的與假設，本研究採用驗證

性因素分析、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等資料分析方法，並且參照 Baron 與 Kenny

（1986）的方式，以階層迴歸分析檢測人際信任是否為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之中

介變項。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樣本描述 

本研究以便利抽樣取樣，不限制研究對象之產業別及功能屬性，故本研究所

採之研究對象為公、民營企業之員工及主管，因此在問卷填答對象上由公、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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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之職員、該名職員之一名部門同事，以及該名職員之主管共三人為一組進行

填答。總計發放出 120 組問卷，共計 360 份問卷（職員 120 份，職員之部門同事

120 份，主管 120 份），共回收 88 組問卷，經資料整理、剔除無效問卷後，共計有

效問卷 81 組，共 243 份（職員 81 份，職員之部門同事 81 份，主管 81 份）。 

有效樣本中，填答者的基本資料如下：在職員的部分，男性為 45.7％，女性

為 54.3％；年齡以 30 歲以下居多（45.7％）；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技術學院

（66.7％）居多；在年資方面，以 3 年以下（55.6％）居多。在部門同事的部份，

男性為 53.1％，女性為 46.9％；年齡以 30 歲以下居多（46.9％）；在教育程度方面，

以大學/技術學院（64.2％）居多；在年資方面，以 3 年以下（40.7％）居多。在主

管的部份，男性為 74.1％，女性為 25.9％；年齡以 41~50 歲居多（46.9％）；在教

育程度方面，以大學/技術學院（54.3％）居多；在年資方面，以 9 年以上（50.6

％）居多。本研究各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以及相關係數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研究各主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係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控制變項        

1.自我績效 10.55 1.55      

主要變項        

2.政治技巧 4.15 0.55 .47**     

3.人際信任(同事) 6.85 1.18 .25* .23*    

4.人際信任(主管) 6.82 1.11 .33** .36** .47**   

5.建言行為(同事) 11.45 2.24 .12 .24* .70** .40**  

6.建言行為(主管) 7.46 1.53 .26* .38** .30** .59** .33** 

註：1.* p＜.05，** p＜.01；2.有效樣本數 N=81 

 

二、人際信任對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之中介效果 

（一）政治技巧對建言行為之主要效果 

政治技巧對同事以及對主管展現建言行為的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政治技

巧與對同事展現建言行為有顯著相關，其β值為.235，達 p＜.05 之顯著水準；而

與對主管展現建言行為亦有顯著相關，β值為.331，達 p＜.01 之顯著水準，故假

設 H1-1 及 H1-2 皆獲得支持。從統計分析結果可知，不論建言對象為部門同事或

主管，政治技巧對建言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力。 

（二）政治技巧對人際信任之主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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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對象為部門同事或是主管，政治技巧對人際信任皆有顯著相關，與同事

間之人際信任β值為.245，達 p＜.05 之顯著水準；而與主管間之人際信任，β值

為.347，達 p＜.001 之顯著水準，故假設 H2-1 及 H2-2 皆獲得支持。 

（三）人際信任對建言行為之主要效果 

在人際信任與建言行為關係中，同事之人際信任與對同事展現建言行為之分

析結果，β值為.698，達 p＜.001 之顯著水準；主管之人際信任與對主管展現建言

行為之分析結果，β值為.582，達 p＜.001 之顯著水準，故假設 H3-1 與 H3-2 皆獲

得支持。此研究結果證實先前以關係信號理論為推論基礎的研究假設，意即當個

體與他人建立較好的人際信任關係，其越容易對他人展現建言行為。 

（四）人際信任對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之中介效果 

表 2 主要呈現對同事展現建言行為之分析結果，在模式一中可得知政治技巧

與其有顯著相關（β=.235，p＜.05），而在模式二中置入與同事之人際信任後，政

治技巧的β值由.235(p＜.05）降為.068，且未達顯著水準，意即加入人際信任後，

取代了政治技巧對同事展現建言行為之影響，顯示人際信任對政治技巧與對同事

展現建言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具有「完全中介」的效果。而表 3 主要呈現對主管展

現建言行為之分析結果，由模式二可看出政治技巧與其有顯著相關（β=.331，p

＜.01），而在模式三中置入與主管之人際信任後，政治技巧的β值由.331(p＜.01）

降為.196，並未達顯著水準，意即加入人際信任後，取代了政治技巧對主管展現建

言行為之影響，顯示人際信任對政治技巧與對主管展現建言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具

有「完全中介」的效果。因此，不論建言之對象為部門同事或是主管，人際信任

對兩者間之關係具顯著預測力，故研究假設四獲得支持，此研究結果顯示人際信

任的中介效果存在於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之間。 

表 2  人際信任中介效果之階層迴歸(部門同事) 

 對同事之建言行為展現 

模式 1                      模式 2 

獨立變項   

政治技巧 0.235
*
 0.068 

中介變項   

(同事)人際信任  0.681
***

 

R 平方 0.043
*
 0.478

***
 

F 檢定值 4.633
*
 37.652

***
 

註：1. * p＜.05，** p＜.01，*** p＜.001；2.β 數值為標準化 β 係數 3.R 平方為調整後之 R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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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際信任中介效果之階層迴歸(主管) 

 對主管之建言行為展現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控制變項   

自我績效 0.256
*
 0.101 -0.011 

獨立變項    

政治技巧         0.331
**
 0.196 

中介變項    

(主管)人際信任   0.524
*** 

R 平方    0.054
*
        0.129

**
 0.356

***
 

F 檢定值    5.537
*
        6.925

**
 15.762

***
 

註：1. * p＜.05，** p＜.01，*** p＜.001；2.β 數值為標準化 β 係數 3.R 平方為調整後之 R 平方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具有正向關係 

在過去對於建言行為的研究中發現，建言行為可潛在地提高員工給予他人的

正面形象，為一種印象管理戰術。根據社會影響理論，影響者的個人特徵可能對

印象管理戰術的效能有重要影響（Harris,et al.,2007）。而到底「誰」為個體選擇建

言的對象?在過去的研究也多僅探討單一對象：主管。然而在組織內，個體最常進

行印象管理的對象為同事及主管，藉由有效的操控這些關係，員工可能創造出他

們在工作上的形象並且影響之後的績效評核、任務分配以及職涯發展。因此，在

本研究中同時納入同事以及主管兩者作為建言之對象。 

由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可知，個體建言的對象同時包含了部門同事以及主管，

呼應了 Liu 等人（2010）認為個體在提出建議時應該是目標敏感的，建言的對象應

可分為部門同事或主管的看法。政治技巧特質者在工作上花費許多時間與他人建

立良好的社會網絡關係，且在組織內相較於他人能得到較多有利的聲望(Y. Liu, et 

al., 2007)，使他們被知覺是值得信賴、具有能力的一群。因此，他們在組織內向他

人進行工作上之建議或提出新想法時，相較於工作上的其它人，他們提出的建議

較容易被納入決策考量；透過他們良好的社交網絡能力以及聲望，也降低了他們

在組織內展現建言行為所可能帶來的負面人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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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技巧與人際信任具有正向關係 

根據過去文獻，具有高度政治技巧特質的個體在組織內擁有較高的社會資本

與能力，而他們也利用這樣的線索在網絡關係中傳遞這些對他們有利的正面聲

望，使組織內之他人認為其是有能力且值得信賴的。而根據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

示，不論對象為部門的同事或是主管，政治技巧與人際信任間是具有正向關係的，

此分析結果也呼應了 Breland 等人（2007）的看法，即具有政治技巧特質的個體在

組織內能使他人產生其是具有能力、值得信任的知覺。 

（三）人際信任與建言行為具有正向關係 

以往無研究指出人際信任與建言行為兩者間有直接相關，因此，本研究以關

係信號理論（relational signalling theory）、印象管理的觀點及過去相關研究結果作

為推論基礎。經由本研究實證結果，不論樣本對象為部門同事或主管，證實人際

信任與建言行為兩者間確實存有正向關係，即當個體在組織內與他人的人際信任

程度越高，個體認知到他人認為其是有能力、可信賴的知覺，會提升個體對他人

展現建言行為的機率。因為當他人認為自己是值得信賴時，個體會知覺到自我在

他人心中的形象是正面的，將使個體更有自信地認知自己的想法、建議也容易使

他人接受，因此在一個工作團隊中或整個組織內提出一些專案的新想法或工作流

程更改的建議也比較容易被納入決策考量，而這種行為的展現也將逐漸累積個體

在組織內的權力以及影響力。 

（四）人際信任對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不論對象為部門同事或主管，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間會

受到人際信任的完全中介影響。由於工作的關係是隨著時間擴展的，因此人們在

評估可信賴性時，人們可能去考量個體的過去紀錄，或他們在過去如何執行角色

相關的責任（Granovetter,1985），本研究的實證結果也呼應了之前學者們認為人際

信任是影響員工態度、行為以及績效之關鍵因素的看法（Chang & Chi,2007）。政

治技巧個體利用他們精明的社會演出方式，在組織內使他人產生其是有能力且值

得信賴的正向知覺，這樣的特質使他們組織內也得到他人較大的信任感，所以降

低了他們在展現建言行為所可能招致的負面人際風險，同時也提升了他們在組織

內網絡關係中的影響力。由此可看出，人際信任在這一連串的連鎖反應中所扮演

的關鍵角色。 

二、研究建議 

（一）管理意涵 

1.選才哲學，「人格特質為體、能力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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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篇研究的實證結果中發現，不論對象是組織內的部門同事或主管，具有

政治技巧特質的員工與展現建言行為間之關係是具有正向相關的，顯示那些政治

技巧程度越高的人，相較於其它人較容易向同事或主管提出工作流程上的建議或

對專案提出新想法。由於管理者無法去預期員工貢獻的所有可能性，監視所有員

工的行為或強迫員工為組織做出額外的工作，因此有關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一直

以來受到學者們的關注。近年來學者開始去檢視這種挑戰、促進型態的組織公民

行為（例如建言行為、改革回饋），因為這些行為的展現明顯地挑戰組織目前的現

況，它們對組織學習而言具有特別的價值，對於團隊績效表現的提升具有正向的

影響（Burris,et al.,2008）。人才是事業的基礎，因此選才是公司的重要任務，擁有

政治技巧特質的員工相較於其它人較容易去向他人提出工作上的建議與想法，對

組織之進步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因此政治技巧之特質在人力資源管理功能中值

得被大家所關注，如招募流程。由於個體的人格特質在時間上是相對穩定的，組

織在招募遴選的過程中可選擇那些具有較高度政治技巧特質之應試者，特質會影

響個體之行為表現，具有政治技巧特質的員工在從事建言行為上較他人積極，相

較於在雇用之後再去改變個體的行為、或提倡員工提出工作上建議、想法的口號

或宣導，在招募過程中透過對特質進行遴選可降低時間成本，對組織效率及績效

的提升具有正向助益。就如同聯強總裁杜書伍所說的，選才是很複雜的東西，失

敗率是很高的，我們只要降低失敗率，成功率就提高了。就像是美式橄欖球，比

別人多往前攻一碼你就贏了。 

2.信任，帶來組織幸福 

過去文獻指出，人際信任是影響主管與部屬關係，員工態度、行為以及績效

的一個關鍵因素（Chang & Chi,2007），且在職場內的信任關係是一個極具有價值

的資源，對個體之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有顯著的效果存在（Helliwell,2005）。本研

究的實證結果顯示，不論建言的對象為部門同事或主管，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間

之關係會受到人際信任的完全中介，顯示人際信任在這一連串關係中所扮演的關

鍵角色，其對員工建言行為展現具有明顯的預測力，意即當一個個體受到同仁及

主管的信任程度越高時，個體向同仁及主管提出工作流程上之建議與新想法的機

率也越高，透過同儕之間或部屬與主管之間建言行為的展現，能正向提升部門或

團隊內的績效表現。因此，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看，職場內的人際信任關係如何形

成乃是另一個重要的課題。Nugent 與 Abolafia（2006）認為建立職場內的友誼關

係可能促進人際信任的產生，而兩位學者的看法從本研究的實證結果中也得到了

答案。由於擁有政治技巧特質的個體與組織內的他人能夠建立良好的社會網絡關

係，累積了龐大的社會資本，使他們在組織內贏取他人較大的信任感，與本研究

中發現政治技巧與人際信任之間具有正向關係的結果相一致。透過先前文獻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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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研究的實證結果，可以帶領經理人們去思考或觀察職場內同仁之間或主管與部

屬之間的人際信任關係現況，對於組織未來之效率及幸福或許能帶來實質上的幫

助。 

（二）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探討跨文化之比較 

由於本篇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臺灣的員工，因此本研究可能無法一般化到其它

的文化情境，只能類推到同樣較低權力距離的社會。過去有研究顯示，在高權力

距離的社會展現建言行為是不利的(Friedman,Chi, &Liu, 2006) ，從事建言行為可能

是個體進行印象管理、提升形象的一個手段，但從事這種挑戰、積極型態的組織

公民行為可能同時帶來負面的人際風險，對於具有政治技巧特質的員工而言，由

於他們擅於觀察當下的組織情境去展現他們的行為表現，在他們展現這樣的行為

之前必定在心中先衡量過利益與成本孰輕孰重，當利益大於成本時才促使他們該

行為之展現，而在高權力距離的文化社會中展現建言行為之成本可能較高。因此，

建議後續研究可探討在高權力距離社會與低權力社會中建言行為的展現是否有所

差異。 

2.納入建言作用性探討 

根據過去文獻，政治技巧與個體主觀職涯成功間具有正向關係（Breland,et 

al.,2007），在 Fuller 等人(2007)的研究中也發現建言行為與個體知覺升遷可能性具

有正向關係，因此建言行為可能是具有政治技巧之個體在組織內為了提升自我正

面形象之手段。然而，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當建言對於決策結果的影響非常低

時，建言行為對於程序公平具有負向影響(Avery & Quiñnes, 2002)。建言作用性

(voice instrumentality)是指個體建言行為對於決策結果的影響程度，從「作用性的

觀點」來看，建言行為只有在當一個人對於決策或結果具有控制力量時才有用，

因為它使工作者對於決策或結果有控制的感覺（McFarlin&Sweeney,1996）。因此，

對於具有政治技巧特質的員工而言，當對同事或主管提出的建議對於決策結果並

沒有太大影響時，可能會降低政治技巧特質者日後在組織內展現建言行為的意願

與程度，從組織的角度來看，不利於組織之進步，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將建言

作用性納入探討。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蒐集資料上來自於三個不同的對象（職員、職員的部門同事以及職

員的主管），以降低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然而，僅管在資料的來源蒐集上已盡量

降低共同來源所可能產生的偏誤，仍有許多需加以謹慎之處。由於在部門同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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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建言對象的選擇上，是由職員自己所遴選，因此在部門同事的挑選上，職員可

能會挑選那些與自己關係比較親近的同事進行填寫，因此在部門同事的建言行為

上可能仍有些許偏誤存在。然而，我們也試圖控制這樣的偏誤，例如附上可直接

彌封之小信封，並在說明頁上請該職員的部門同事將問卷填寫完之後直接投入小

信封內彌封。 

第二，由於在過去研究中尚未有研究指出政治技巧與建言行為之間具有關

係，因此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並未將其它可能影響建言行為的情境因素納入控

制，未來的研究可多加考量其它情境因素之影響。 

第三，由於一配一配一之問卷填寫方式較為複雜，容易降低實務界人員之填

答意願，導致資料在回收上較為緩慢，也降低了問卷之回收率。由於這樣的調查

實施方式降低了研究之樣本數，導致資料在統計分析上的些許問題，例如：模式

適配度。建議後續學者在進行這樣的一配一配一的資料蒐集方式時，可多採用現

場發放及回收的方式，以提升回收率，並且可在同時隨機挑選該職員的其中一名

同事作為「部門同事」的填答對象，降低偏誤的產生。 

最後，本研究受限於橫斷面的研究設計，各變項均收集自同一時間點，因此

不易區分因果關係，僅能釐清研究變項間的相關情形，建議後續學者可進行縱貫

面研究，進一步地瞭解個人層次因素對於員工建言行為展現之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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